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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 20世纪的重要篇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近
年来更有大为发展之势。何谓“集体化时代”？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对其上
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诸多说法。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即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
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 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沉睡千年的广大农村未曾经历过的燃烧岁月，也是中国
历史上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特殊时代。之所以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的互助组作为开端，是因为
互助组的目标就是集体化，毛泽东于 1943年 11月 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明
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认为要“克服这种状况的唯
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①。没有互助组，
就没有后来环环相扣、叠浪逐高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逻辑的存在。

引人注意的是，山西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早在 1940年代初，太行革命
根据地的西沟李顺达互助组即在晋冀鲁豫边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顺达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著
名的劳动模范②；及至 1950年代，山西省委在上党革命老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全国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在中共党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上影响至深；自 1960年代起，“农
业学大寨”作为一项运动迅疾遍布全国，前后延续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人民公社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
可以说，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山西都称得上引领风骚，“敢为天下先”，也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我们以为，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
村社会变革的实践逻辑和特质，进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提供地方经验和历史借鉴。自 2003年岁末我
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第一次意外发现并搜集到第一批基层农村档案起，到现在已有 15个年头。山西大
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档案的搜集、整理到初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风起青萍，势
成难转，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活跃，当代基层农村档案已不再是往昔备受冷落的“灰

［摘 要］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山西堪称集体化
的典型和缩影，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
变迁逻辑和历史特征。多年的研究经验显示，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首先需要进行一场资料革命，在掌握
和解读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视角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野应是我
们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从方法来说，“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进行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
研究的基本主张。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下，未来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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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而是渐成集体化时代研究的“新宠”，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
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本文将根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的学术经历和体悟，就
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进行阶段性反思和总结。无甚高论，借以求教。

一、资料革命：“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乔志强先生（1928—1998）的指导下，历来重视历史文献，

尤其是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体认中，“历史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
方法”①，先生最早出版的《曹顺起义史料汇编》（1957）及后来问世的《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1980）、
《退想斋日记》（1990）等重要史料和著述，无一不是他实地走访，劳力摸索，潜心搜集所得。及至我等下一
辈，顺应区域社会史学术潮流的兴起，继承了先生的学术传统，明确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主
张，成为我们从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取向。目前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大都是我最初培
养的博士，也都贯彻着这一理念，在研究中利用了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
料。正是中心三代学人积年累月的传承和坚守，催生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我们关注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是反思“革命-现代化叙事”的学
术实践，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自 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革命与建设的
相关议题展开了长期探讨，涌现出许多成果。尽管汗牛充栋的著述关怀有别、角度各异，但总体上陷于革
命史与现代化的两极叙事窠臼而难以超拔，并衍生出不一而足的解释困境和实践难题。从有关土地改革
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作为“革命史叙事”的范本，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下简称《翻身》）将土地改革描

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韩丁亲身参与了太行区潞城县张庄的
土地改革运动，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在地式”观察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的历史实
践。在韩丁眼里，土改翻天覆地，影响至深且巨，一如他对“翻身”的解释：“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了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
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写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
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②在韩丁笔下，翻身之
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翻身不仅成为北方土改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乡村革命的符号象征
与政治隐喻。虽然与《翻身》的时代背景大体一致，彼此甚至有许多雷同的生活场景，但弗里曼等人的《中国
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下简称《乡村》）却循着“现代化叙事”展现了土改背离官方表述、导致社会失范的
一面。《乡村》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五公村头面人物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历史人
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五公村的土改展开叙述，呈现了一个与革命史叙事截然相反的土改叙述：土改没有
必要在华北乡村进行，土改在华北乡村是多余的、残酷的和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
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破坏了在抗战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乡村秩序③。

就《翻身》与《乡村》比较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也就是“革命”和“现代化”两种叙事话语的
不同：革命叙事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生动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说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
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而现代化叙事则将土改放置在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中来审视，认为
土改不但没有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诚然，历史
研究的进步需要论争和分歧，但两种叙事话语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书写已非狭义的学术研究所能承
载。两种叙事对集体化时代非此即彼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不同社会价值尺度的张扬，抑或说是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冲突，正如柯文所言：“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主要
仍然是由史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④

对史家而言，回应历史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则有赖于历史的资料，尤其是一手的材

①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 17页。
②［美］韩丁著、韩倞等译、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扉页。
③参见［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④［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前言》，见《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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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回归集体化时代事实本身的基础和前提，便是从搜集基层农村的档案入手。2005年 8月至 2006年 6
月，我们带着诸多疑惑多次走进《翻身》描述的那个普通村庄———张庄。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发现了张庄
自土改到人民公社解体时期保存相对完整的档案资料。通过反复的文本阅读、资料分析以及田野考察，
我们发现，“乡村社会有其自身运行的机制，当这种机制与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时，或者可以说当国家的
权力意志及政治策略与乡村生活的情境不同时，普通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个体应当如何协调外来
的文化与乡土规范的冲突，这样一种逻辑衍化的过程，单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理论结构入手是无法理解
的”①，同样也是“革命-现代化”叙事不能完全解释的。

正如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社会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一样，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资料的系统
性和全面性在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农村的文献资料，除去普
通的地契、房契等契约文书外，也有一些方志、笔记、文集等资料，远远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集体化时
代基层农村的档案资料的产生，却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县级以下，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
保存了相对系统完整的档案资料（之前最多是县级以上才有相对系统完整的档案）。后集体化时代，实行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单位的“集体”已名存实亡，基层农村档案也就名存实亡。可以说，集体化时代的基
层农村档案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首次系统而全面的档案资料。令人痛惜的是，这批记录集体化时代农村
社会变革的庞大档案资料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近些年来，伴随着乡村社会发展浪潮的迭起，
这批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档案资料在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农村档案的存世，
若干年后，我们怎样去研究这段历史？我们的后人是否会淡化甚至遗忘这段历史？他们也会像我们今天
研究明清历史一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吗？那时又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基层档案？”②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出于对理论诘难的回应也好，面对集体化基层档案堪忧的现实境遇也罢，
我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下大力气对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时不待我，迫在
眉睫。十多年来，我们栉风沐雨，不避寒暑，走向田野与社会，深入基层与农村，坚持不懈的以集体的力量
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说的大一点，堪称是一场“资料革命”！

历史是业已发生的唯一真实，它不是检验某种社会价值的工具，更不是铺陈某种历史叙事的注脚。
面对集体化时代纷乱迷繁的历史叙述，我们需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③。历史研究的要义在于还原
历史真实，档案资料尤其是一手文献则是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石。长久以来，在“革命-现代化”等种种叙事
的束缚下，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雾里看花，山重水复，积极开展“资料革命”，对当代农村基层档案进
行抢救式搜集、整理和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摆脱论而不决的价值评判，在解除思想束缚，做到价值“解敝”
（荀子、戴震语）后，方有可能实事求是，自由讨论，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洞察历史真相，走向历史现
场，使集体化时代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根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我们已搜集到了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近 300个村庄档案资料，目力
所及，真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其主要类别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
来账、实物收付账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生产队、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
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类文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
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份登记表、斗争会、批判会记录、匿名信、状告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
过书、契约、日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
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据等等。除了村庄一级的档案资料外，还有供销社、粮站、医疗诊所、广播站、
学校、百货公司、林场、水库、厂矿等单位的资料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在占有这批村庄档案的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注重学习
和交流，组织召开各种相关的学术会议，邀请方家访问指导，商洽合作研究事宜，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展开
研究，继 2006年首次向学界推介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的概貌后④，2011年又从海量文献中

①行龙：《张庄：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符号》，见《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 229页。
②《关于本书》，见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Ⅱ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 650页。
④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273-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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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2-13页。
②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 4期。

选取精华，以时间为序，事件为类，左图右史，图文并茂，整理编撰出资料类书籍《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
集体化时代》，力求呈现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历史画面。出乎意外的是，该书的出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
普遍关注。2012年，我们选取二十余村庄的档案资料为研究对象，申请到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
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拟分辑影印出版上百册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力争将中
心最为完善和系统的村庄档案公之于众，嘉惠同仁。

新资料的发见往往意味着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出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的开展在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纵深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提炼新观点、创建新理论的必
要前提，因此对集体化时代进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才有了进一步的革新。

二、自下而上：书写完整的集体化历史
检讨多年来集体化时代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党史模

式。这一模式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释，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这种宏观性的研
究很少让我们看到基层民众在集体化时代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实践、鲜活的人物和动态的过程，普通民众
的身影似乎淡出了历史。二是海外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如韩丁的《翻身》、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
（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弗里曼等人的《乡村》等，由于观察立场和价值预设不同，这些著作中蕴含
了不同的叙事取向，他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刻画有着极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他们的研究究竟在何
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历史的真实，又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同情的理解”？这都需要进一步深思和商榷。三是
国内学者的多学科解读，如张乐天从社会学视角写就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阎云翔在人类
学视域下完成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孙立平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搜集与
研究计划”系列成果等，他们试图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揭示集体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侧重的
是国家向社会的渗透。

让我感到稍有遗憾的是，对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历史学本学科却基本沿袭传
统框架，难有突破，这是需要重视和反思的。

从史料来说，以国家视野及精英话语为中心的资料运用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视野多
有限制。目力所及，学界对集体化时代的历史阐释大致使用了以下四类材料：一是由中央权威机构出版
和公布的上层史料，如重大决策、事件的回忆录，领导人物的年谱、书信录、文稿、文集、传记，政策文献选
编等；二是地方部门收藏、整理和出版的地方性史料，如各地省、市、县的档案馆资料和地方志材料等；三
是历史亲历者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等个人性史料；四是海外所藏相关史料。诚然，已有史料涉及当代史
变革的诸多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些以国家视角为中心的档案资料只
能使研究者的眼光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上层方针政策的探源，聚焦政宦显要、风云人
物等社会精英的时代功过和命运浮沉，只能呈现出历史的某些侧面，无法对集体化时代进行全面的完整
的历史书写。就史观而言，陈陈相因、渐成定式的革命史框架也是集体化时代研究难以繁盛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与 20世纪中国革命齐步前进的，是革命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逐步确立，特别是随着新政权的建
立，革命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更是取得了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客观而论，革命史观之于中国历史学
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将社会经济现象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并揭示出在社会经济进程中将广大的不同领域
连结在一起的环节，从而提供了一个构建通史的基础①。然而，革命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宏观审视和长程解
读在很大程度了规定了当代史书写的“春秋笔法”，易将原本丰富鲜活、有血有肉的当代史图景化约为
“骨架虽有但血肉缺乏”的政治史。

总体来看，传统史学本位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
视角，“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
件，甚至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而“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
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我们了解和研究的仍然十分有限”②。马克思曾说：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

88



第 6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 450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3页。
③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 6期。
④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 6月号。
⑤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 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 130页。
⑥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 10期。

行龙：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的思考与实践

的。”①调整研究立场，切实转换研究视角，迈向从基层社会出发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既是整体地
全面地认识集体化时代的内在诉求，亦是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档案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衡量史学进步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客
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
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②以梁启超
先生评判史学进步与否的两个标准来看，我们在“资料之整理”与“观念之革新”两个方面做的都很不够。

平心而论，对于农村基层档案的认识，我们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搜寻明清
资料的时候，对集体化基层村庄档案有些相见不相识，未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多。正是后来国内外学者对
集体化时代的出色研究激发了我们的思路，而社会史“长时段”的视野则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基层村庄
档案的重要学术价值。随着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渐次展开，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大量的基层档案资
料可以在集体化时代研究中大有作为：一方面，它们来自基层社会，这些档案资料大都是基层民众革命
实践的原始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集体化时代国家话语在基层社会的真实展现；另一方面，随着
基层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必然带来研究视角的转换，这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以此研究集
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意在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
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弥补“自上而下”政治史研究的不足，书写更为完整和全面的集体化历史。

作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诉苦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聚讼纷纭。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
三类：一是为什么要诉苦，着重探讨诉苦过程中普通民众进行自主真实表达的可能，有学者指出，国家对
苦难的经营和再造是理解诉苦的基础，农民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阶级化诉苦进行了选择性适应和策略
性应对，本质上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③；二是诉苦的旨趣何在，旨在分析诉苦的技术性或机制性
意义，指出诉苦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技术④，或是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⑤；三是诉苦的
效果如何，力图通过对土改期间诉苦运作过程的细致分析，探寻贯穿其间的思想教化和权力运作，分析
诉苦之于土改乃至中国革命的影响⑥。毋庸讳言，诉苦是已然发生的唯一历史事实，通过爬梳和回顾，我
们却看到了多重的历史叙述，此类讨论虽有助于推陈出新，但也形成了“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局面，
从而很难产生有效的争鸣和对话。应该说，此种研究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与学者本身的旨趣有关，另
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则是研究者的资料占有和运用所致。与当代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几近相同，诉苦
研究也多是官方文献、运动亲历者或从实际调查中搜集而来的口述史资料，基层村庄档案尤其是一手原
始诉苦档案的付诸阙如，使我们难以看到普通民众在当时当地真实历史情境下诉苦的本来面貌。

这里以中心所藏山西晋城泽州县贾泉村 1946年的诉苦账为例，延伸而论。这一诉苦账是土改运动
中用毛笔书写的普通的、又是难得一见的诉苦账，原始记录如下：

民国三十五年正月十八诉苦账
1.赵全喜去城领贷款 100元，借了 20元，还得等保人去担铁砖，担了四组只想三个贷款 100元，只
给了 50元。
2.关□□（“□”代表无法辨别）诉去担铁砖把腰骨伤了，十天治了三回。
3.焦福贵诉去领贷款 100元，只给了 50元。
4.关法炉诉去担铁砖上次□8毛，只给老百姓□2毛一天。
5.关全炉诉跟白鹤鸣争村长花了麦 20多旦，王凤岐麦子□也没给，还有明水 200元。
6.关木生诉去领贷款 100元没给，又去高平担谷打了我一顿。
7.关锁维诉去支民夫打了一顿没出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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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太河诉去支民夫谷没种上，在高平扣了半月。
9.关□生诉去支民夫周村□刘英把一双鞋脱了。
10.瞎德新诉去担铁砖没办法把几件衣服给了□□□。
11.关裕福诉去城领贷款 100元，只给了 50元□□□。
12.白全旦诉去城领款 50元，大田花了。
13.关更玉诉去支差车把驴支死了，把我的儿子栓住□一斗卖。
14.关双河说买了几亩不好的地□□□。
15.申铁柱领了队伍把鞋拿走又卖被□□□。
16.白全旦诉洋 100元。
17.关更生诉□□民夫把我打了一顿。
18.瞎法诉登麻板一付。
19.关木生诉谷三斗外加被子一条。
20.关栓旦诉领贷款交过红契一直没给。
21.关更生诉一斗大卖一斗小麦没给。
22.杨军根诉□□□兵拿走被子三条米一斗。
23.□海奎诉领了□□给了米一斗。
24.杨□和诉拿了洋 100元说顶麦□斗后来 100元只能折□□。
25.侯领安诉领□□扣了一夜。
尽管土改运动已经过去 60多年，贾泉村也沧海化桑田，但原汁原味的一手诉苦档案还是有幸得以

留存下来，尤其是与今日常见易得的或官方或口述的资料而言，贾泉村原始诉苦记录愈发珍贵。透过这
段简短的摘录，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信息：（1）这份诉苦账的抬头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正月十
八”，也即 1946年 2月 19日，其时正是减租减息运动之际，尚未拉开以《五四指示》为标志的土改大幕，
这就表明诉苦并非土改时期的特有环节，而是早在减租减息时期，诉苦业已在包括贾泉村在内的村庄铺
成开来；（2）贾泉村民众回应诉苦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官方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和运作，
也有他们从自身日常生活逻辑着眼，借以伸张自身物质利益或情感诉求的自下而上的参与，那些今天我
们看来“鸡毛蒜皮”的事情正是所诉之“苦”；（3）从这则记录中，我们看到减租减息期间的“诉苦”似乎风
平浪静，这与我们后来从田野中了解的土改时激烈的“诉苦”有很大不同，这也从侧面表明不同运动期间
民众的所诉之“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能存在从“民瘼之苦”向“阶级之苦”的转变。事实上，作为中共
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诉苦运动完全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中上演的，正是生活于其间的普通民众给这
场运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极大地影响了运动的进程，因此如果我们脱离开农村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农民
自身的行动逻辑去理解诉苦，那么注定是无法深入下去的。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应当成为我们研
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立场。

具体而言，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对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进行研究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而不仅仅是从政权更易的事件出发，人为地割裂这个完整的时
代；二是要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的实态；三是需要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给
予更多的关注。质言之，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乃至个体声
音的发掘，将历史研究的视线下移至广大民众和芸芸众生，真实再现地方社会在集体化时代中的多样化
表现，通过深描普通民众的生活历史去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革命，从而整体地全面地完整地了解和认识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
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并非对以往的政治史架构一概否定，而是强调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只能
展现历史的某些剖面，地方社会不是作为宏观历史叙述的舞台或背景而存在，而是在历史合力之作用下
深度参与并影响着历史航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路径
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否则，很容易将丰富的历史图景简化为单纯的政治史，或者看不到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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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在地方的真实存在，将当代史研究表面化、碎片化。
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走向田野与社会
毋庸讳言，作为 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主题，波浪壮阔的集体化进程完全是在特定的区域社

会里发生和展开的，而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其特色迥异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政治生态及社会结构。正是
这些差异极大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宏观的集体化实践必然会在微观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
史景观，也就是说，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更多面临的是“地方性”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集体化
研究时必须走向“在地化”。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同情的了解”历史，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由于地理空间感
的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使得我们今天在构建历史场景时面临很多困难。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
大程度地贴近那段历史，获得丰沛的时空感和现场感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摸索和体会，“优先与人类学
对话”是目前相对切实有效的选择和取向。这是我们多年来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感受，是搜集、整
理和研究集体化农村基层档案过程中的一种体悟。
“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提出来的。他指出历史学要“优先

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①。在
我而言，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一方面是要较多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民
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的方法，另一方面则要是走向实践，从实践出发展开切实有效的研究。研究方法
并没有优劣之别，更没有高下之分。按照我的感受和理解，“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
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②，随着我们集体化时代基层农
村档案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也愈来愈感受到“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魅力，集体化研究的“在地化”取
向，不仅能够让我们设身处地关照研究对象，还让我们在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中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身。

大体而言，“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带给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就资料的搜集而
言，我们主张进行“集体式调查”；二是从资料的解读来说，人类学本身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要重视文
献解读与田野工作的结合；三是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的眼光，重视多学科合作的理念，避免“碎片化”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在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这既是我们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所得，也是学
科互渗的产物，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也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
在我看来，“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与农村；二是
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
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实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
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③。从学理层面看，“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一个
包含资料搜集、解读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治史理念。对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而言，尤为如此。

先谈资料的搜集问题。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数量庞大而不可复制，其可惜
之处在于它的迅速散失而难以搜集。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如何开展切实有效的搜集和研究，就成为我们
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对基层档案的搜集多是个体化行为，然而，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涤荡，基层档案资料流失加剧。对此，我们深有体
会，也备感痛惜，同时也更加觉得进行资料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
将“资料革命”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呢？根据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根本的还是充分地依靠集体和团队的
力量，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也是那些研究个体从兴趣出发的搜集行为所无法相比的。在我们
刚刚起步之初，我倡导中心师生从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村庄做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搜集资
料，实践表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我们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
档案”述略》一文中所介绍的三个具体采集单位中，有两处就是学生的家乡。事实上，此种“集体调查”做
法在中西方史学实践中已有先例可循。如以“史学即史料学”一语闻名的傅斯年在他创办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主张“集众式的研究”，以集体的力量搜寻新史料在当时成了一种口号，形成了一

91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6 卷

①行龙：《自序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见《走向田野与社会》，第 7-8页。
②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4期。

种集体的自觉，而非个人的嗜好。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同样将“集体调查”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
再者是资料的解读问题。原始基层档案是集体化研究的基础，那么在占有资料后，该如何进行有效

的解读呢？作为中国农村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和系统的资料留存，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个性鲜明而突出，
可以说形成了完整的档案逻辑。那么，在大量档案语言的背后，它蕴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机制？基
层民众的行动逻辑又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走向实践，通过“在地化”研究去了解档案
背后所潜藏的普通民众的话语表达。于我们而言，最能感受“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给集体化时代研究带来
滋养的莫过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我们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圈子里至
少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而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
这对我们进行基层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走向田野与社会，“在特定的环境中，
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
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在我们的研究实践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
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
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①。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要始终保持总体史眼光。目前，随着集体化研究的日
益精细化和微观化，集体化时代研究在走向纵深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碎片化”的隐忧。就目前的研究实
践来看，碎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虽以区域性研究为个案，但更多的只是将宏观
的历史叙事分解为区域性表述，微观趋向的研究成为大历史的注脚，作为方法论的区域性研究之价值无
从凸显，遑论对大历史的反思与修正；二是随着集体化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展，普通民众的初级生活圈渐
次进入研究视野，举凡婚姻、家庭、人口、医疗、教育等问题皆成为研究的着眼点，却也带来了碎而不通，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如何避免碎片化？对此，人类学对总体史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示，“总
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
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
“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
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研究区域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②。这就是说，在进行研究
时，既要“神游于内”，又要“超然其外”，心中始终要“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

四、结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陈代谢过程中一个难以忘却的时段，集体化时代因其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实践而成为 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段历时四十年的时
段中，中国共产党人旨在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随着 1980年代国家政策的改弦
易辙，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宣告了集体化道路的终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并不能因为
集体化时代的曲折而漠视或者否认集体化时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回望集体
化时代的历史经验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尊重历史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原历史，从基层农
村档案入手，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是我们开展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可取路径。诚
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下，集体化时代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集体化时代虽然肇端于
20世纪 40年代前后，但它毕竟与传统社会尤其是民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从长
时段来说，集体化时代中有哪些变与不变的历史要素？孕育集体化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是什么？
作为整个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改革、合作化等运动显然并非中国所特有，在
与西欧、苏联、印度、台湾等不同区域的比较中，中国的集体化究竟有哪些结构特质？又如集体化时代的
运作逻辑是如何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今天的现代化历程？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求的。

［责任编辑：马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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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configuration. There is a radical change in space representation required by movies when operas are transplanted into
movi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space methods in the Yang’s Female Generals，that the essence of combination between people’s
activities and situations does not change，and the complexities and multiplicities are not canceled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ions
with movie space characteristics. Instead，methods like shooting scales and adjustment betwee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relations are adopted to separate space. What’s more，movie makers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to compensate the contradictions in
visual space. They also use vivid cinematic presentation to blur the space boundaries，and find the emotion link between actors and
audience to convert the virtual into reality to naturally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operas and movies.

Stud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YANG Guo-rong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there is a prerequisite that philosophy differs form other discipl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concerns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is what constitutes philosophy and the second is what philosophy is.
The two questions are based on human himself and his surroundings in its origin level. Philosophy not only concerns what the
world is in a ought-to-be perspective，but also concerns what the world means and what the world ought to be in a to-be
perspective. Thus，philosophy provides guidance for human value selec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Human are always related with
questions like，where to-be is from，how to-be exists，what ideal to-be is，why human as to-be exist and so on. Studying on these
questions can broaden theoretical envision and represent innat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y.

Research on Kant’s Reconstruction of Natural Metaphysics

DENG Xiao-mang
Kant’s natural metaphysics is a reform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transcendental anthropology，Kant uncovered the

Nous spirit underneath the logos spirit in the logic of Aristotle. However，apart from the reversed relation between a cognitive subject
and object caused by Copernicus revolution，Kant’s metaphysics is still on the basic of the logical function in languages. The logical
function started to touch on the zone of non-logical function，namely the subjective activity and spontaneity prior to all logical
reasoning；nevertheless，Kant limited the activity in phenomenal world，and hesitated to render the same function to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which led to the halfway subjective activity and spontaneity both in reason and sensibility. While Kant stepped in the
region of cognition，one foot was still left outside，which opened a land for the turning from logical function to non-logical on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l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Studie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XING Long
Collectivization was the era whe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rried out mutual assistance group in the base area to the end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Shanxi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and epitome of collectivization. The research on rural society in
collectivization era centering on Shanxi can，to a large extent，reflect the logic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in that era. Years of research experience shows that to carry out the study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a data revolu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the bottom-up view of social history
should be the basic standpoint for us to study the rural society of China in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 In terms of methods，“priority to
communicate with anthropology” is our basic proposition in rural social studies in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 Rural studies in
collectivization era should have a broader academic space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Toward the field and society”.

Sociohistorical Probe into the Land Property Disputes of Dizhu Temple Complex between
the MAO Clan and Other Local Communities in Macheng City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es

ZHANG Xiao-ye
The Temple of Land God is located on the top of Mount Wunao in Macheng city，Hubei Province. It is famous among east

Hubei being a scenic spot and a cultural relic. Out of our expectation，it was used as evidence by Mao clan who had lawsuits
against other people about the property right of land of Mount Wunao. They kept building their family temple，family academy and
clan hall in the Temple of Land God one after another to affirm their ownership in late Ming. They also edited pedigrees to record
stories of those litigations in Qing. Besides，the edition of gazette called by royal court really im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Local officials and elites tried their best to find，even compile their history. They adopted information
from local society naturally，pedigrees included. It made the history of clan become more authoritative to support their claim of
property right of land. This paper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right of land during Ming and
Qing.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buildings of the Temple of Land God give us a perfect example to observe history from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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